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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工业化乏力和劳

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根本原因。基于人口流动行为的分析, 阐明了户籍制

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中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

间的 � 钟摆式� 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政策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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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conditions f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protecting dual labor

market.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low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labor market are the two main limits for rural labor force to migrate into cities. Through analyzing population

floating,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could facilitate some rich peasants to

migrate into towns or small_middle size cit ies, but may not change the pendulum_style migration features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therefore may fail on the expectations for employment shift from the rural to

the urban and expanding employment. The paper ends with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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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我国户籍制度变迁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联动性的表象,

许多学者认为现有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村流动劳动力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

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
[1~ 2]
。笔者认为, 户籍制度不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实

现就业转换的根本障碍, 2003年以来全国各地包括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户籍制度进行大幅

度改革的社会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它可以发出城乡居民人权平等的信号, 但从一个不太短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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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实现农民从就业到定居的全面转变的目标是困难的。

一、工业化乏力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根本障碍

(一) 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条件

由于特殊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在施工季节外出, 施工淡季

返回, 或在农闲时节外出, 农忙时节返回, 有着鲜明的 �钟摆式� 流动特征。若户籍制度是限制

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制度根源, 则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1) 农村劳动力有进城定居的强烈愿

望, 并具有在城市支付购买住房及自我生存的能力; ( 2) 现有户籍制度是农民进入城市定居和就

业的主要障碍; ( 3) 现有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户籍制度为门槛或进入壁垒选择劳动力; ( 4) 城市居

民仍然享受着基于城市户籍的大量福利待遇; ( 5) 废除户籍制度则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进入城

市定居并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下面逐一展开分析。

调查研究显示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城市定居的愿望不明确
[ 3~ 4]

; 即使他们都有在工作城市定居

的愿望, 因收入低且工作不稳定, 大多数农村流动劳动力不具备在大中城市定居的支付能力。尽

管目前户籍制度仍不同程度阻碍着农民进入各类城市定居, 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

力数以亿计说明这种障碍并未使进城民工丧失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机会; 其次, 农村劳动力与城

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领域有一定重合, 他们在就业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他们的受教育水平

和劳动技能均较低, 若户籍制度对二元性劳动力市场保护作用很强, 则城镇下岗失业率应被降到

较低水平, 而实际情况是 1998年至 2002年上半年, 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 3014万人, 实现再就

业的国企下岗职工只有 1700多万人, 1300 多万人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 或者滞留在再就业中

心
[ 5]
。

尽管现实中我们确实经常看到招聘单位对应聘劳动力的户籍要求, 但这一要求往往是在劳动

者自身素质和教育水平达标的前提下的附加条件, 而教育程度达标的劳动力往往并不存在就业上

的户籍梗阻。

再者, 改革开放以来因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间接冲击, 体制内正规劳动力市场已经逐步崩解,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使体制内正规劳动力市场导入市场化机制
[ 6]
, 户籍制度虽然能够排斥农

村流动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及在城市定居, 但是不能阻止他们在非正规非农业部门就业。至

今国家在城市推行反失业战略及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上未能完全放开一方面是基于稳定发展的政

治考虑, 另一方面则是路径依赖的结果
[7]
。

那么, 户籍制度放开能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入住城市并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呢? 下面利用

临界最小努力模型
[ 8]
进行实证研究,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 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

市场素质门槛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真正障碍, 户籍制度是排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根

源的观点难以成立。

(二) 临界最小努力模型及其扩展

临界最小努力模型由经济学家拉尼斯 ( C�Ranis) 和费景汉提出。他们认为, 发展中国家经

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 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必然

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从而增加了剩余劳动的规模, 加重了劳动力转移的负担, 因而, 在人口

增长的情况下, 试图摆脱经济二元性, 到达转折点, 就不是简单地把一个固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

工业部门中去, 而是要使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 他们用下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

明。

在下图中, 横轴 OT 表示时间, 以年为单位, 纵轴 OP 表示人口数量, beP 表示人口增长曲

线, adI 2 为必要的工业化曲线 ( required industrialization curve) , 它表明在处于转折点的那一年,

工业部门必须吸收的人口数量 (即劳动力数量)。若在 O年达到转折点, 则总人口 Ob 中的Oa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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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必须被工业 (或非农业) 部门吸收; 如果要在 t 1 年达到转折点, 总人口为 t 1 e , 其中 t 1d 数量

的人口必须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而 ed 数量的人口则为农业人口, 显然,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之和即为总人口。gcI1 曲线为实际工业化曲线 ( actual industrialization curve) , 表示在 t 年一国非农

业部门实际吸收的劳动人口, 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其作为衡量一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努力程度的

一个综合指标。

图 1� 人口增长条件下劳动力的转移
资料来源: 谭崇台等, �发展经济学�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人口增长必将使达到转折点的非农就业量相应增长, 在图中显示人口增长曲线与必要工业

化曲线都在上升, 且后者上升更快, 并逐渐接近前者。必要工业化曲线与实际工业化曲线之间的

关系是: 必要工业化曲线依赖于人口增长曲线, 人口增长越快, 非农业部门必须吸收的劳动量就

越大; 实际工业化曲线与人口增长曲线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 也与必要工业化曲线没有直接的依

存关系。

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实际工业化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时的实际努力定义为临界最小努

力。本文中我们沿袭拉尼斯等人的说法, 将人口与劳动力看成同一概念。根据临界最小努力的定

义, T 年的必要非农人口必须等于T 年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即:

No ( 1- V ) e
cT
= No [ 1- V( T ) ] e

gT
( 1)

等式左边为实际工业化曲线方程, 表示 T 年非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 N 0 表示一国最初 ( 0 年)

的总人口, V 表示最初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一个比例, 于是 ( 1- V ) 为最初非农业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c 表示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 是衡量一国转化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实

际努力的综合指标。等式右边为必要工业化曲线方程, 表示 T 年达到转折点时的必要非农业人

口, g 表示人口年增长率, V ( T )表示 T 年达到转折点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1- V( T ) ]则

表示 T 年达到转折点时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经整理可得: c = g + ln[ 1�( 1- V) ]�T +
ln[ 1 - V( T ) ]

T
( 2)

� � 该式即为临界最小努力方程。在该方程中, 给定转折点时间 T , 临界最小努力值即可确定。

我们可以将原模型扩展, 改变原模型的假设。假定当年的新增农业剩余人口将在该年度被完全吸

收到非农业部门。这样, 我们可以计算年度最小努力 ci 值, 动态地观察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

转变的过程,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扩展的年度工业化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No ( 1- Vi ) e
ci

= No[ 1 - V ( T ) ] e
gi

( 3)

经整理可得:

c i = g i + ln[ 1�( 1 - Vi ) ] + ln[ ( 1- Vi+ 1 ) ] ( 4)

其中, ci 为年度努力值, g i 为年度 (环比) 人口增长速度, Vi 表示第 i 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扩展模型意味着剩余农业劳动力能在同一年度被全部吸收到非农产业中去, 显然, 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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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来看这是最理想的。在扩展模型中, 平均增长率概念 ci 和gi 是变化的, 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不同, ci 和g i 也不同, �起始点� 和 �临界点� (与原模型中的含义实际上有所

不同。作者注) 有很多个, 每一个年度均可以成为一个 �起始点� 也可以成为 �临界点�, 相应

的 Vi 值也各不相同, 各年度转移农业剩余人口的努力程度也不同。通过将必要工业化曲线和年

度工业化曲线与实际工业化曲线进行比较, 可以判断总体及年度人口非农化状况和失业状况。

(三) 模型的实证分析

首先, 利用扩展模型计算得到的年度工业化人口曲线与必要工业化人口曲线高度一致, 误差

平方和仅为 1�94%, 可见, 用扩展模型计算所得到的年度工业化努力程度来描述必要工业化努

力程度和人口转化值是恰当的, 见表 1。

表 1� 利用扩展模型计算的 1985~ 1998年人口工业化状况 人口单位: 万人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均值

C值 ( 1) 7�00 7�00 6�73 6�44 5�86 6�26 6�00 5�89 5�93 5�94 5�94 5�89 5�71 5�50

必要工业化人口 ( 2) 23355 25050 26243 27253 27277 30336 31212 32673 34848 37057 39320 41303 42370 43013

年度 c 值% (3) 7�05 7�04 4�68 3�80 0�10 11�21 2�87 4�58 6�44 6�17 5�95 4�93 2�55 1�51

年度工业化人口 ( 4) 23450 25102 26276 27275 27302 30363 31234 32665 34768 36914 39110 41038 42084 42720

� [ (4) - (2) ] � (2) ] 2% 0�16 0�04 0�017 0�00010�0001 0�0001 0�0001 0 0�053 0�16 0�28 0�41 0�36 0�462 1�94

�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年鉴 2000� , 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 2000。

其次, 利用公式 ( 4) 计算每年的非农化努力程度从而得到必要工业化曲线, 通过比较必要

工业化曲线与实际工业化曲线可以判断工业化力度。此外, 还可扩展该模型, 用其计算第三产业

化程度 (这是笔者模仿 �工业化� 的一个概念, 表示第三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 具体是指第三产

业在 t 年吸收的劳动人口)。方法是将原公式中的 V 值作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全部产业劳动

力人口的比重, 在第二产业比重较为稳定 (既不上升也不下降) 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处理。

图 2� 1985~ 1998年中国人口工业化情况 (人口单位: 万人)

注: 横轴的 � 1� 是指 1985年, � 13� 是指 1998年, 余类推, 纵轴是指劳动力数量, 下图涵义与此相同。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年鉴 2000� , 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 2000。

我们利用临界最小努力模型对 1985~ 1998 (实际数据计算始于 1978年) 年间我国的劳动力

非农化进行计算, 通过图形化处理可得图2。在图 2中, 实际工业化人口曲线位于必要工业化人

口曲线的下方, 表明工业化力度不足。部分学者认为, 若工业化努力不够则可通过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以吸纳剩余劳动力。那么, 是否真的存在工业化乏力前提下发展第三产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

空间呢? 我们用同样方法对第三产业化进行计算, 经过图形化处理得到图 3。在图 3中, 实际第

三产业化人口曲线与年度第三产业化人口曲线高度一致 (也就是说与必要第三产业化人口曲线高

度吻合) , 可见, 第三产业在人口非农化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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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就业结构转换较慢是因工业化努力不够使然
[9]
。

图 3� 1985~ 1998年中国人口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状况 (人口单位: 万人)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年鉴 2000� , 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 2000。

二、托达罗模型的修正及人口流动行为决策分析

有人认为, 现存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市民化, 抑制了就业结构的转换。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能

够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促进就业结构的转换和减少剩余劳动力。他

们的预期目标能够实现吗? 为进一步展开讨论, 我们引入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型
[ 10]
。

(一) 托达罗模型及其修正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

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其政策含义是: 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 以缩小城乡就业

之间的不平衡; 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 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 提供教育

和卫生设施, 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 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 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

动。

托达罗在一阶段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迁移者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以前的 n 期净收入贴

现值公式如下:

V ( 0) =�
n

0
p ( t ) � Yu ( t ) - Yr ( t ) � e

- rt
dt - C ( 0) ( 5)

� � 在公式中, V ( 0) 表示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Yu ( t )、Yr ( t ) 分

别代表 t 期城市和乡村实际工资率, 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 r 表示贴现率, C ( 0) 表示迁

移成本, p ( t ) 表示一个迁移者在 t 期中在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

P ( t ) = p ( t - 1) + [ 1- p ( t - 1) ] � �( t ) ( 6)

� � 在上式中, P ( t ) 表示 t 期一个迁移者累积的就业概率, � ( t ) 是指一个迁移者作为现有

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某一个特定时期被现代部门随机挑选而受雇用的概率。由上式可知, 若实际

收入 Yu ( t )、Yr ( t ) 不变, 则一个迁移者在城市里呆的时间越长, 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

预期收入也越高。

托达罗模型诞生后受到普遍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 主要表现在模型的农村

不存在剩余劳动及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不

符。周天勇
[ 11]
对该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正, 他在模型中引入时间长度, 将收入差异分析微观化,

提出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反的政策解释。

笔者认为,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存

费用
[ 12]

, 若考虑该费用, 则人口流动行为将与原模型所蕴涵的不同。

我们知道, 人既是生产者, 也是消费者,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除了要支出一定的迁移成本

外, 在城市不管是否找到工作, 都要支付一定的生活成本, 而且这一成本一般比他们在家乡的生

活成本要高。若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相对昂贵的食品、住房及其他生活费用考虑在内, 假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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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农民在找到工作之前支付能力既定, 那么, 若城市中的生活费用不高, 则他们在城市能呆的时

间较长, 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P ( t ) 较大, V ( 0) 也趋于增加, 人口流入城市的动力趋于增大。

反之, 如果农民流入城市后生活费用较高, 则他们在城市里能够呆的时间较短, 找到工作的可能

性 P ( t ) 较小, V ( 0) 趋于减少, 人口流入城市的动力也趋于减小。若将民工进城后的生活费

用以 C ( 1) 表示, 那么, 迁移者在城市找到工作前 n期净收入贴现值可以改写为:

V ( 0) =�
n

0
p ( t ) � Yu ( t ) - Yr ( t ) - C ( 1) � e

- rt
dt - C ( 0) ( 7)

� � (二) 修正模型的人口流动行为

基于修正后的模型, 民工为了增强流入城市后的生活费用承担能力, 在流入城市前和流入城

市后会采取相应措施:

1�民工会通过各种途径搜寻就业信息和渠道及工作地点, 以避免向城市作 �盲目的� 流动。

他们在进行迁移决策时, 首先依据的是欲迁入地点的就业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是否准确进行判

断。他们主要依靠在外地打工的亲友提供信息而不是道听途说或个人主观预期, 因此逐步形成了

以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为纽带的务工群体。

2�在工种上他们很少选择。限于自身条件, 为了尽快在城市中找到工作, 从总体上看, 民

工的就业范围, 多属于城市人不屑一顾的苦、脏、累、险等工作。从事的行业有加工业、工矿企

业、社会服务业等。例如北京市 1997年 11月 1日进行的外来人口普查显示, 北京的外来务工经

商人员有 180万人, 在这 180万个岗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京人不愿意干的建筑、煤炭、环卫等

行业的脏、累、苦活。

3�在住宿方面, 他们会尽量要求打工单位提供住宿, 条件很差也可以接受。进城民工居住

方面的基本情况是: 或是由用人单位提供住宿; 或是租住陈设简陋、环境差, 价格低廉的出租

房; 或是散居于亲属朋友家; 或是在城市一些角落自搭工棚居住。除居住亲友家的条件稍好外,

其余居住条件都异常简陋。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 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行为是诸多经济和社

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农民进城后往往租住在城郊结合部, 因为这些地方房租和生活费用较

低。据李培林
[ 13]
对广州市的 �城中村� 进行的调查研究, 在广州市繁闹的市中心区, 共有 139

条 �城中村�。每个 �城中村� 街道和建筑物十分拥挤, 村里居住的大部分人口是外来的打工者,

村民们住房的租金一般在每平方米 10~ 15元/月, 这个价格在城市中心地区非常便宜。其实,

�城中村� 在各个大中城市都普遍存在, 只是数量、规模、程度不同而已。�城中村� 为流入城市

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能够承受成本的栖身之所。低廉的住宿及生活费用使民工得以在城中立足,

并可能最终成为城市劳动大军中的一员。

此外, 在日常饮食方面他们非常节俭; 为了省钱, 他们一般选择距离家乡较近的城市作为迁

移目的地, 进城后很少到游乐场所参观游览。

由于大中小城市农民市民化的壁垒依次递减, 城市越大, 壁垒越高, 因此产生了居住和就业

的错位。对农民而言, 能够进入城市找到满意度尚可的工作并永久居住该地可能最好。但现实情

况是, 由于总体收入水平尚低, 虽然部分农民已经拥有购房入住集镇和小城市的能力, 但这些地

方收入水平较低且就业机会有限; 大中城市就业机会较多而农民一般又不具备购房的支付能力。

从一个不太短的时期来看, 城市政府不可能大范围地为进城民工提供适宜于他们经济承受能力的

经济适用房。结合前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

入住集镇或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 �钟摆式� 流动特征, 也难以达

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结构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6�



三、政策含义

通过前文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义:

1. 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因素而不是阻碍他们实现就业转移的根本制度

障碍。工业化乏力及教育文化水平和技能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实现就业转换的主要因素。

民工近乎理性的流动行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低下的支付能力决定了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不能

根本改变他们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 �钟摆式� 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结构

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2�农民工进城务工基本上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理性的流动, 决定他们进城的因素是进

城务工的净收入, 即托达罗原模型中的收入减去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费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 生活费用越高, 民工进城的动力越小, 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小; 反之, 则相反。他们在

进行迁移决策时, 面对城市相对高昂的生活费用是理性的。

3�大力促进工业化。积极主动迎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适用产业和技术向国内转移, 发展有

一定科技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加大对经济落后农村地区用于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转

移支付力度, 建立健全城乡合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服务信息网络体系, 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

训;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创业贷款的支持力度; 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和专业市场, 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引导和规范民工进城务工。

4. 合理规划, 逐步推进适合中国国情和各地具体情况的城市化。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

化的经验, 合理规划大中小城市, 通过统筹户籍管理制度、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及投融资体制改

革, 以不同的收入流和费用流分流引导和吸纳流动人口。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制度等配套改

革的力度可大些, 在中西部地区这些改革似应以谨慎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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